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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超越改革“孤岛”？兼看改革的成本与效益
——湖北咸安乡镇站所改革的启示(
摘要：税费改革后，中央先后提出了农村综合改革和新农村建设来促进农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和发展。但在具体的改革措施方面，讨论往往集中于对改革成本的计算，而未涉及或甚至忽略改革可能带来的效益，最终使不少具有潜力的改革方案陷入“孤岛”之中而停滞终止。本文透过对农村基层政府改革个案的分析，指出有需要同时兼顾分析改革的可能成本及可能效益，方可更大地优化改革的方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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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cending the ‘isolation’ effect of reform pilots: 

Importance of ‘cost and benefit’ analysis

- Observations from township agency reform in Xian-an, Hubei
Abstrac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called for comprehensive township reforms, and most recently the ‘Socialist New Village’ program, as part of and subsequent to rural tax reform to sustain reform achievements. There has been however, in evaluations of pilot reforms for wider extension, an almost single-minded focus on calculating the cost of possible reform options, and correspondingly a relative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ir potential benefits. The consequence is some reforms of good potentials may not obtain the sufficient level of support and their progress prematurely ‘stalled’. This paper looks closely at one local reform experiment, and illustrates how researchers of policy may garner the (potential) benefits of reform to enhanc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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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超越改革“孤岛”？兼看改革的成本与效益
——湖北咸安乡镇站所改革的启示
1、 政府改革的成本－效益分析：问题的提出
一直以来，政府改革是学界和政府广泛关注的问题（章原，1998；辛向阳，1998；韩志继，1999）。从1949年至2003年，在中央政府领导下进行过自上而下的“八次革命”（刘智峰，2003），改革的重心逐步由中央转移到基层。特别是1980年代以后，县级综合试点改革在全国200多个县开展，地方层级的政府改革日益活跃（荣敬本，1998；董吉渝，2001；张志坚；2003；傅大友，2004）。随着农村社会形势的快速变化，基层政府改革更成为学界的讨论热点和主题。

回顾众多的改革实践, 突出浮现的一个问题是：1970年代末农村改革启动以来，为什么不同时期、不同层级政府改革结果不尽相同：有的改革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取得效果并逐层推进，但相当一部分改革在试点之后停滞下来，被视为在当地具有成效却没有得到其他层级政府的支持和呼应，而呈现出通常所说的“怪圈”、“孤岛”效应 
。
对政府改革的既有研究大多是从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改革理论的建构和检讨及改革方案的设计和讨论等角度来探讨，反映政府体制运行中的种种具体弊端和问题，如“乡镇政府职能过宽、机构臃肿、人员过多、支出膨胀……”（张雅林，2001：48）。同时，由于政府改革需要支付成本，
 改革成本也就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如“改革的成本较高，改革过程的震荡性较强……”（赵立波，1998：297）。
基于已有的研究，可以勾勒出既往政府试点改革演变的一般性图景：在改革之初，改革者通过梳理历史和现实中反复出现的具体问题，来确定改革的对象和目标，再根据这些对象和目标来计算改革成本。其中，改革者最关注的，是试点地区在推行具体改革措施时，例如“合并、精简机构”、“分流人员”等，究竟需要支付多少成本，包括财政成本（如精简机构、分流人员需要的财政支出）和体制成本（在政府体制内所引起的不同层级的反对和抵制及其影响）。在这样的程序步骤中，试点改革能否推广，取决于改革领导者是否愿意支付改革成本，而领导者对支付改革成本的判断，又取决于其对改革成本的估算；而领导者对改革成本的估算，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者对被改革对象的既定评价，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改革前景的预期。
实际上，在改革者所预设的改革前景中，改革对象往往被视为消极、被动，是需要支付巨大成本加以克服的“困难”和解决的“问题”，故名之为“改革对象”。在这图像中，改革过程中“困难”和“阻力”因素的变化，并没有被改革领导者加入到对改革前景的整体预期中来考虑。当试点改革取得一定效果，需要作出是否推进的决定时，他们往往基于改革支出成本的算计，特别集中于财政成本和体制成本的评估，以及可以寻找何种途径来支付改革成本，以解决“问题”和“困难”的具体结果作为决策的依据，在这过程中，对改革可能获得的成效和收益缺少预判，或认为难以估计而未纳入考虑。如此以来，一旦评估出来的改革成本超过了领导者主观的预期，就会倾向“求稳”，改革得到呼应和支持的机会就会大减，陷于“孤岛”状态而最终夭折。

由于已有的研究往往较少考虑改革推进中可能取得的效益，侧重计算成本而少有评估效益，结果是难以找到成本是否合算的支点，更谈不上琢磨改革成本和收益之间的权衡。我们认为，这与主流的成本效益政策分析要求同时兼顾成本及效益的估算，从而分析两者之间的得失有明显的差距（Peters，2004； Cloonan, 1999; Leung, 2004）。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认为有必要重新检视上述改革考量的预设前提：在政府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是否确如以往研究所假定的，改革对象始终处于与改革目标对立、消极而被动的地位？如果不是，改革对象的行为活动究竟具有怎样的主动性和独立性？这些主动性又是如何产生的？需要一些怎样的制度环境？改革者在考虑成本支出的同时，可以如何对“收益”作出综合性的预期？是否具有超越改革“孤岛”的可能？本文期以对湖北乡镇站所改革的参与者行为的观察，对上述这些问题作出初步的回答。
2、 湖北咸安乡镇站所改革背景
农村税费改革缓解了广大农民的税费负担，农民与乡镇及村集体之间的直接矛盾得以缓和（张旭东、刘杨，2004）。同时，不少地区“短缺财政” 
的压力增大，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难以维系，农村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的严重短缺成为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突出矛盾。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一矛盾也引起了众多关注。

本文选取了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的乡镇站所改革
，作为观察基层政府改革实践的切入点和对象。作为我国中部地区湖北省省级38个贫困县区之一，咸安区及其所辖乡镇税费改革前的财政形势较为严峻。至2002年，咸安区乡镇债务总额高达22600万元，本级财政收入1.2亿元，可用财力不到6000万元，乡镇财政缺口已接近1000万元。财政压力与基层治理的状况紧密相关。1999年咸安全区农民负担总额已高达4473万元，人均160.7元，远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129元。2001年，国家通报26起农村恶性案件，其中湖北6起，居全国第一，湖北农民因负担过重上京告状的总量居全国第三位，咸安赫然在列。

农业财税矛盾突出、基层矛盾尖锐的严峻现状推动了咸安区的改革探索。从2000年起咸安确立了“以改革总揽全局”的思路：2000年建立“五保合一”的社会保障体系，2001年实施干部外派打工锻炼，2002年进行农村税费改革，2003年推行的乡镇管理体制改革（袁方成，2006）。
随着农村社会形势的变化和改革的推进，乡镇事业站所改革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不可否认的是，财政压力是改革的直接动因。2003年税改后咸安区核定税费1237万元，实际征收600多万，加上上级财政转移支付1300万元，缺口高达3000万元。区财政和乡级政府拨付事业站所的经费不到320万元，
以机关人员计人均不到3000元，按照全区农业人口来算人均仅有10元。这些有限的经费对于全区对于过多的财政供养人员来说更是杯水车薪。大多数站所人员的人头经费严重不足，更难以提供有效的农村公共服务。农民“减负”后基层财政“空心化”的发展趋势，使进一步的改革势在必行。

三、从“养人”到“养事”：畜牧兽医站之“死”
按照一贯的“试点－推广”模式，2003年起步的咸安乡镇站所改革选取了横沟桥镇为改革试点。除差额拨款的卫生院外，镇直接管辖的站所共12个，其中财政自收自支单位4个（城建站、房管所、兽医站、客运站），全额预算拨款单位8个（司法所、农技站、水利站、农机站、计生站、文化站、广播站、经管站），职工总人数达141人，远远超出财政核编的25人。尽管该镇的经济发展在全区乡镇处于中上游水平，但税改后乡镇站所运行状况仍不乐观。2002年，全镇财政预算支出86万元，乡镇站所年度预算经费为17.4万元，占乡镇财政年度预算的20%。当年终决算扣除欠款，全镇各站所实际可用财力仅10万元，仅占全镇年度财政预算的12%。

改革试点是在咸安区委、区政府的推动下，由镇党委、政府直接实施的，被形容为“管理模式僵化，缺少生机和活力，越来越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和农民的需要”的乡镇站所则是被改革的对象，目标是将乡镇事业站所通过“改制”转变为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组织”，并“逐步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咸安区委，2003a）。与乡镇管理体制改革相比，站所改革范围涵盖全镇12个基层事业机构的141名职工，难度更大。涉及到几个核心问题：第一，“要做哪些事”。即政府应承担哪些农村公益事业和服务；第二，“事情谁来做”。即由哪些组织具体承担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第三，“事情怎么做”。即与服务主体相关的，公共产品及服务通过什么方式和手段来提供；第四，“钱从哪里来”。即怎样获得公益事业所需经费；第五，“人往哪里走”。即如何处理站所转制后原有人员的身份和就业。

针对这些问题，咸安区展开了以乡镇“七站八所”转制、组建独立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建立“以钱养事” 
的市场化服务新机制来承担政府公益服务职能、置换乡镇站所人员身份的乡镇站所改革。
我们观察到，咸安站所改革的过程中有一个特点，便是改革思路虽然来自区委领导，区委并未有在改革展开前制订巨细无遗的改革蓝图，
而是将实施的细节交由乡镇政府及站所人员通过相互磋商产生。即是说，在站所转制、“以钱养事”的改革大方向确定的前提下，如何“转”、转制的细节、步伐快慢等改革细节是在改革实践过程中由改革的“前线执行者”与“被改革对象”相互“磨合”而成。我们发现，较大的行动选择空间后来也促进了这些“被改革对象”在新制度环境下求发展的能动性，成为站所转制改革获得较好效益的关键。

如此，横沟桥镇自行选择了畜牧兽医站为改革试点站所。畜牧兽医站建立于1972年，隶属于咸安区畜牧和兽医两个部门，属于自收自支机构。主要履行技术推广、畜禽疫病免疫接种、检疫、、畜禽品种的生产、供应、配种、改良、畜产品收购、加工、贮运、销售等职能（国家农业部，1993）。改革前该站职工24人，其中临时工11人。长期以来，畜牧兽医站财政上处于“自我维持、自我服务”的状态，镇政府对于动物防疫检疫公益性事业在资金上没有投入，站所依赖按每户8－10元标准收取动物防检费，用于支付动物防检成本和该站人员工资，甚至有时也有被政府挤占和挪用；经费不足直接影响工作及服务的开展，乡镇的防疫检疫工作基本瘫痪，“前两年根本没打防疫针”；财务管理紊乱；站所职工内部长期不团结，畜牧和兽医队伍分工不清，在服务市场上恶性竞争, 竞相降低服务价格，“相互残杀，把市场搞乱了。”

2003年3月，试点确定，横沟桥镇政府派干部进驻兽医站负责改革工作。首先清理财务，明晰管理规章制度、畜牧兽医工作的职责和要求，恢复了事业机构的基本运行秩序。接着是清理资产，将站所的机构公章、财务公章、标牌等都收回乡镇政府。乡镇畜牧兽医站作为政府的延伸机构的历史在咸安由此结束，按照咸安乡镇改革的整体思路和精神，畜牧兽医站撤销之后，“横沟桥镇兴旺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挂牌。
 这一过程没有来自区政府的具体方案，一切“实践先行”。
四、“使服务运转起来”：改革对象的行动策略与成效
在对改革大量的分析和研究中，改革对象往往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被看作是改革的“阻力”和“困难”。然而，在咸安整体浓厚的改革氛围中，站所职工这些“被动”的改革对象却表现出较强的主动性。
横沟桥镇兴旺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除中心主任由镇政府委派干部临时担任外
，通过原站所职工的民主选举，产生一名副主任，全面主持工作。如前所述，从2000年开始，咸安的综合改革从区到乡镇一级，涉及范围不断扩大，力度不断增加，改革的影响和在全省乃至全国受到的关注程度也在急遽扩大。因此，畜牧兽医站的领导和职工比较接受改革，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尽管“那时候还是干部身份，一下子把我推向市场，我想不通，其他干部也想不通，”但当改革到来时，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去尽快的适应改革形势的变化。“咸安改革与全国相比，无非是先行一步，这个（改革）迟早对我们来说，是迟早的。”一名原站所干部如是说 

乡镇站所转制为新的市场经济实体后，判断改革是否有效，则取决于改革后站所职工两方面的表现：第一，是否能履行好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这是中心获得政府公益项目的资金支持的前提；第二，是否能与农村社会和农民的需求衔接起来，这是中心在市场条件下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
原站所的11名临时工被全部辞退，13名正式职工组成新的服务实体后，集中参加区畜牧局业务知识考试，获得有效资格，并与区、镇政府签订服务委托合同
，明确“要做哪些事”：由乡镇政府聘用中心员工为防检员，按照乡镇辖区内每1000—1200个农户设1名防检员的标准，中心员工通过竞争的方式获得6个镇防检员合同岗位，主要负责重点疫病的免疫和乡镇畜禽屠宰的检疫等被委托的公益服务；
由区畜牧局委任中心员工为防检监督员，中心镇防检员中有2人同时被委任，除了负责强制性的市场检疫和产品检疫工作，还负责乡镇防检工作的监督。
。这样就实现了与政府公益事业职能的对接，解决了公益事业“事情谁来做”、“事情怎么做”的问题。

事实上，前站所职工对在市场环境中“游泳”并不陌生，毕竟，在站所改革前，他们亦是“自收自支”，发挥能动性自找资源维持生存是一贯的做法。改革后的分别是，制度环境改变了，他们要找的资源种类和具体途径完全不一样，要去“找”的能动性以及“找好”便能生存发展的道理却是一致的。他们将全镇17个村划为4个工作片，通过内部公平竞争产生工作片长，4名工作片长通过竞争择优选择各片工作员工，承包区域内经营性的牲畜防治工作；中心与员工之间实行合同管理，员工上岗风险抵押，按照每户4元标准（其中2元管理费，2元风险抵押金）一次性上交中心，将牧畜防治工作推向市场化，分区域承包畜禽防治工作。包括未被区、镇委任的7名员工，一同参加中心的经营性服务活动，如动物诊疗服务，畜禽品种改良，种畜禽、兽药饲料经营等。
在此基础上，中心职工开始思考如何在市场环境中，更好地提供经营性服务，以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从改革一开始，中心负责人就思考并明确今后的发展思路，并积极创造各种条件和争取支持。不论是领导者还是一般职工都非常清楚，改革后必须把中心定位与农村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才能在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回报。横沟桥镇拥有全区最大的仔猪交易市场，年交易量8万多头，于是他们计划凭借自身的技术优势，组织农民从外地引进良种母猪，“我们出运费，一条猪还补贴你们200块，还补偿免费防疫，销路不愁，你说他们干不干？”他们的设想获得镇领导的支持，“书记说去找那个养猪大户，我们政府给他提供场所。”

根据公益性服务合同要求，个人的经济收益是按实际防疫密度和群众签字认可户数在年终按比例拨付，因此必须“重视群众这方面的要求”，“一头猪管不好死掉了损失还是大”，“管得好的话可以多养，生意会更好。”
于是他们在全镇推行了牲猪“二卡一耳标”制
，保证了防疫的质量，也维护了自身的利益，使新的农村畜牧防疫检疫服务有序、稳定的运转起来。至2003年底，全镇5189头存栏牲猪，完成猪瘟、口蹄疫免疫注射5040头，防疫密度达97%；配戴免疫耳标5040头，配戴率100%；全镇耕牛1211头，完成口蹄免疫注射1142头，防疫密度94%。在咸安区组织的牲畜防疫检查中，群众的满意率抽查达到98%。良种猪引进项目方面也开始进行信息和技术推广，吸引农户参与（咸安区横沟桥政府，2003）。
在改革领导者推动之下，这些原作为改革对象的原站所职工主动作出调整，使既定的“阻力”成为了改革的内在推动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04年1月－3月，16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49起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咸安全区改革后建立的社会化畜牧防疫体系，共注射禽流感免疫疫苗50万羽，出动专家70人次，检查全区禽类养殖场、养殖大户、鸡汤馆、集贸市场等100多处，排除禽类疫情20多起，全区无恙。
尽管改革使原来的站所职工失去了旧体制中政府公权力的“光环”，他们却从公益事业和市场化服务中，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改革后，经营性服务收费与公益性收费分开：在公益事业收入方面，区、镇两级政府将原来固定拨付给站所的人头经费，分别用对口项目管理的办法全部实行合同约定，其中区政府承担全区23名防检监督员的合同酬劳（年人均2100元），镇政府按承担任务量（1.5—2元/户）支付防检员劳务费，除了政府免费提供的防检药品、器具外，每年中心还能获得一定比例的从农户收取的公益性服务收费返还，用于支付防检监督员工资和防检员补贴及员工养老保险金；在经营性收入方面，中心将新技术应用于畜禽诊疗和品种改良，服务对象的范围较之前有了较大的扩展，种畜禽、兽药饲料的销售额也有较大提高，经营性服务收入达到总收入的53.4％（见下表）。
横沟桥镇兴旺畜牧兽医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收入来源表（2004）

	来    源
	金额（元）
	占比例
	备    注

	1.公益性服务
	61200
	46.6%
	

	咸安区政府
	4200
	3.2%
	支付2名防检监督员合同酬劳

	横沟桥镇政府
	12000
	9.1%
	支付6名防检员合同酬劳

	公益性服务收费按比例返还
	45000
	34.3%
	定点屠宰检疫费按50%的比例返还中心支付防检监督和防检员酬劳；
市场交易检疫费和动物防疫劳务费支付员工养老保险金

	2.经营性服务
	70000
	53.4%
	中心员工劳务报酬

	总数（1+2）
	131200
	100%
	


改制后中心员工的表现，为乡村公共服务带来了新的变化和成效，增强了改革领导者的信心，愿意支付成本来扩大改革试点，改革进入良性互动的轨迹。改革之初，按照上级的要求，横沟桥镇本应在站所转制的同时，对站所职工进行身份置换，经过初步测算，“买断”职工的工龄、缴纳社会保险需要支出共约一百万元，乡镇财政无力承担。
 在尚未得到上级财政支持的情况下，横沟桥镇采取了改革分“两步走”的办法，在2003年先裁掉站所机构，职工身份暂时不变、工龄不减、待遇不变。

如果说，咸安站所改革的核心是从养人到养事，那关键的一环便是原站所人员的身份置换，从吃财政饭的“公家人”到按市场规律运转的“社会人”，成为提供公益事务服务的市场新载体。人员置换身份是需要付出类似于“遣散”费的一次性补偿成本，对基层政府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但是，改革的经济成本的多少，本身并不完全是咸安区决定是否推进改革的决定性因素。综合考虑改革的“成本”与“收益”，改革不仅彻底将事业站所从政府体制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而且实践证明也启动了改革对象－－原站所职工的内在动力，在新的制度环境中保证了政府公共职能的有效履行，同时也推动了畜牧市场的活跃。改革的显著成效，成为咸安改革领导者判断和决定的更为根本性的依据。
从改革推进过程的角度来看，横沟桥改革试点时“两步走”的做法也起了减少改革阻力的作用，促进了改革对象向改革主体的转化。从03年 1月到04年3月，这些站所已经转制，改按市场规律运转，但人员身份暂未有变动，使原站所人员一方面在生活上尚有保障，但又同时开始学习按新机制运转。待正式的人员转制在04年开展时，有关的人员可以说心理上已作好了准备，同时置换身份的成本也得到了区财政的支持。

2004年4月，横沟桥站所改革的第二步启动：中心职工完成身份置换。乡镇政府为13名畜牧兽医都建立了养老保险账户，出资10.4万元（人平0.8万元）补缴他们1995年至2004年由单位承担的职工养老保险金部分，解决其后顾之忧。
事实上，年轻、有一技之长的站所职工当时都愿意“买断”身份，“反正也不靠买断前那点生活费过日子，买断还可以额外拿一笔钱”，有的乡镇畜牧兽医站、城建站的职工甚至集体要求买断。
对于年龄较大、能力较差的职工，咸安区则尽可能将他们安排到公益性岗位上，为“弱势群体”解决了生活出路问题，
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在改革参与者的共同努力下，横沟桥镇畜牧兽医站从乡镇事业单位转变为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独立经济实体，完成了从“死”到“生”的转换。
改革过程中站所职工的行动策略，特别是充分利用新制度环境中的有力因素和条件，主动进行自我调整和改变，在落实政府公共职能和满足公共需求之间维持了良好的平衡：一方面他们积极履行政府委托的公益服务职能，坚持“以养促检，以检促防，以防养医”，防疫、检疫、治病工作责任制明晰；另一方面，中心人员主动扩展服务项目，提高服务质量。这样，就使改革之前基本停滞的农村畜牧防疫服务重新运转起来，改革的目标及“被改革对象”的个人利益得到了有机的协调发展。
五、结论：超越“孤岛”，改革对象抑或改革主体？
横沟桥镇畜牧兽医站改革启动后，咸安于2003年5月全面启动了全区的乡镇站所改革，2004年4月，咸安开始在全区替原站所职工进行置换身份并办理社会保险。咸安的改革在全省属于率先突破，比较超前，引来周边的县市区的侧目与微言。同时，乡镇站所改革将站所的政府机构属性改变为农村社会的经济实体，更是引来上级职能部门的批评。
 社会批评的焦点集中于被置换身份人员的出路问题，以及置换身份经费的来源问题。这些批评，加上“改革对象”仍然存在尚待疏导的抵触情绪，使得2003-2004年间，改革成为“孤岛”难以推广的疑问不断被提出来（万静波，2004）。
从对咸安乡镇站所改革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上述批评关注的问题都是可以克服的。尤其是“改革对象”的态度，从咸安的经验来看，被改革对象并没有始终与改革者处于对立的地位和状态，他们并非必然是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恰恰相反，这些被改革对象在既定的客观条件下，是能够仔细观察、辨别并充分发掘和利用外部市场环境和新的制度安排中的有利因素，主动寻找变革后的发展途径，将其自身从“被动”改革态势下的“客体”地位，创造性的转换为新制度的建构者和改革的推动者角色，在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出积极的一面。
面对咸安的主动探索中呈现出的新变化，湖北省同样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和支持。湖北省委、省政府以咸安改革的经验和措施为蓝本，于2004年在全省选择七县市实施改革试点（湖北省委、省政府,2003）。截至2005年8月，湖北省105个县(市、区)、1116个乡镇(办)，已有74个县(市、区)、669个乡镇(办)开展了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分别占总数的70%和60%（徐立京，2005）。
 于是，改革从横沟桥镇到咸安区既而提升到湖北省层面，改革对象与制度环境的持续互动，以及所整体性的改革效果，最终实现了改革“孤岛”的超越。
改革及社会变迁，从来便是一个行为主体之间互动的过程。咸安乡镇站所的改革实践表明，若然我们视改革对象为孤立、消极和被动的，并据此计算改革的“成本”，这样算出来的“成本”是有一定的“水份”（即高估）的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充分考虑和尊重改革对象在改革中的能动性，重视改革可能带来的效益，而非孤立地只看成本。本文指出，我们需要更新一贯对改革对象的认知视角，来改善我们洞见改革可能效益前景的能力。改革设计及领导者有否充分考虑和尊重改革对象在改革中的反应和能动性，并在此基础上予以适当引导及疏导，使改革对象成为改革主体队伍的中坚成员，将对改革能否带来预见成效有明显的影响。简言之，通过关注改革参与者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的行为策略及其与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效果，应当成为改革者和改革研究者们对改革前景作出判断选择的重要参照。在对改革的研究中，改变对“改革对象”的预设判断，改“对象”为“主体”，将影响甚至改变我们对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改革的认识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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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召开的若干国内外学术会议，如2004年2月“中国乡镇体制改革”研讨会（武汉）、2005年9月中国农村发展论坛“后税费时代如何建设新农村”研讨会（广州）、2006年3月“乡村治理与乡镇政府改革”国际研讨会（海南），乡镇政府体制改革成为一项中心议题。学界主要观点包括徐勇，2002：27-30，2003：90-97；沈延生，2002：82；于建嵘，2002：117－120；吴理财，2003：71-78；党国英，2005：21-30等。


� 这是对中国政府改革实践的一种形象描述。在“试点－推广”的改革模式中，许多地方政府的改革视点在某个地区范围内取得明显成效，但当进行推广时却受到多方面制约，没有得到上级政府的支持和周围其他地区的呼应。最为典型的是1980年代中期的“莱芜改革”（李媛媛、陈国申，2003:59-61；李楠，2004）。


� 这一认识也是经历一个过程的。原来普遍认为或期望精简机构是一场“节支”的改革，到近年才陆续清晰需要花钱来减人。参看李芝兰对1990年代广东顺德县政府改革的研究（Li, 2004:29-66）。


� 项继权使用这一词来描述当前我国乡村政府的财政状况，并认为乡村府和干部的种种行为及乡村干群、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可以从这一环境和压力中得到部分的解释（项继权，2002：14－18）。


� 参见“乡村治理与乡镇政府改革”国际研讨会（海南）相关论文，2006年3月10日下载自� HYPERLINK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list.asp?boardid=11" ��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list.asp?boardid=11� 


� 乡镇“七站八所”是乡镇直属事业单位“块块”部门和县级直属“条条”部门延伸到乡镇的派驻机构的一种通称。即政府组织体系中的乡镇基层事业单位，由国家机关在乡镇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管理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组织（黄学恒,2000:2－27）。自2000年以来，咸安区在湖北全省乃至全国率先进行了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目前其改革经验和方案正在全省推广。


� 2003年3月访谈。农民负担数字按改革前中央批准的六项（农业税及附加，乡及村三提五统、屠宰税、教育附加及集资）口径计算，未有包括税改前政策允许的省级批准收费及不允许但大量存在的县、乡、村“乱收费”。见Li （2006：66-67）。


� 2003年3月访谈。


� 2003年7月访谈。


� 即改变过去“以钱养人”的旧体制，将社会公益性事务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标，优先委托给原站所组建的新的经营性服务实体实施，并由政府通过合同契约形式明确责权利，按实施情况给予相应经济报酬。2003年3月的访谈。


� 咸安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时，区委、区政府下达了明确的改革方案（咸安区委，2003b）。


� 2003年7月访谈。


� 新成立的中心定位于集体企业性质，当中心副主任到区工商局注册时，工商局认为该中心属于经营性的经济组织，确定了其可以收费盈利。2003年7月访谈。


� 过渡时期的中心主任由政府委派，负责处理相关事宜，在运行一段时间后由副主任接任。


� 2003年7月访谈。


� 乡镇政府对畜牧兽医服务项目进行招标，中心中标后与乡镇政府签订《畜牧兽医技术服务合同书》合同，成为该项服务的承包方。合同书明确规定乡镇政府的委托服务项目以及标准、项目考核办法、服务项目报酬，还有合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及该合同的终止。中心再与其员工签订管理责任书，实施合同管理。


� 具体包括国家规定实施强制免疫的猪瘟、口蹄疫、鸡新城疫、禽流感等重大的动物疫病的免疫注射，接受区动物检疫部门的委托，依照法律法规认真履行检疫职责、动物疫情监测及报告以及畜牧生产和新技术推广（咸安区横沟桥镇政府，2004）。


� 具体包括对动物防疫的组织实施、督促检查，情况回馈工作；动物防疫法、饲料兽药管理条例和种畜禽管理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牲猪屠宰检疫；监控动物疫情；监管所在乡镇的饲料、兽药市场；种畜禽管理；督促牲猪定点屠宰点和牲猪交易市场的防疫条件规范化（咸安区畜牧局，2004）。


� 2003年7月访谈。


� 2003年7月访谈。


� 即区政府、中心员工和牲畜喂养农户分别持有防疫卡、牲畜免疫卡和牲猪耳标，只有三证齐全，牲猪才能出栏并进入市场交易，有效杜绝防疫不到位、牲猪存出栏无动检标志的现象。


� 基本数据参见咸安区横沟桥政府，2003。


� 按照人均支付2.5万元（身份买断人平1.8万元，养老保险0.7万元）来测算，2004年咸安区需要支付原站所职工518人的费用共1300万元，占区当年可支配财力的1/7，而这518人只占全区事业单位总人数12121人的4.3%，即使不算自收自支人员，也只占到全额和差额事业9409人的5.5%。当然，如果与分流的方式相比较，政府既要支付60%的生活费，又要支付养老保险金，包括其它费用和退休后要发的工资，“买断”费用相当于“分流”三四年的总开支。从中长期考虑，“买断”比“分流”的成本更低（袁方成，2006）。


� 2003年7月访谈。


� 2005年6月访谈。


� 2005年6月访谈。


� 这期间也发生了几次集体上访，主要集中在解决标准、待遇等问题方面。为了消除这些他们的顾虑，在规范操作的同时，咸安区甚至把每个乡镇站所人员的社会关系都动员起来做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


� 2003年10月22日咸宁市委会议上，市计生局一位负责人直接点名批评宋亚平，认为咸宁的改革对计生工作冲击很大；2003年咸安区委宣传部将文艺科并入宣传科，省专项检查中因无对口机构和专职人员被扣掉4分；财政部门则以“下级没有部门”“难到位”为借口在项目和资金安排故意设卡。2004年3月的访谈。


� 枣阳的“两票制”和“两会制”、罗田和宜都的“党代会常任制”、大冶等20个县(市)的“强县扩权”、监利“教改”以及秭归“杨林桥”村治模式等多种形式的地方自主改革形成了湖北浓厚的整体改革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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